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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人」與「懂事」

── 從一個華北鄉村的社區研究看中國法治之「本土資源」

⊙ 張百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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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問題的提出

費孝通早在《鄉土中國》中就有關於「禮治」秩序和法治秩序的對比，當前，依法治國已經寫

入憲法，作為官方的意識形態和政府治國戰略，但正如百餘年來的「體用之爭」一樣，在法治

之路勢不可擋的情況下，仍有中國的社會性質依舊是倫理社會而非「理性主義社會」的論

斷1，在法治之路取向上，也有「法律移植論」和「本土資源論」的分歧2。也有人反對「禮

治」與「法治」的二元觀點，希冀尋求它們之間的結合點3。不可否認的是，中國傳統社會的

「禮治」和源於西方的「法治」都是一種特定社會情境下的秩序狀態4，而且，「法治」不僅

僅是一種政治制度，其「合法性」的獲得還意味著「法治」是一種市民生活。在當前中國要依

法治國、走法治之路的時代背景下，有必要搞清楚的是，當前中國在多大程度上是「法治」

呢？如果中國和「法治」社會還有差距，那麼中國當前的社會基礎是甚麼？這種社會基礎和西

方的「法治」之間有甚麼差距呢？雖然有學者提出了法治的「本土資源」理論5，但其研究也

多停留在法庭的實際操作中，即使注意到了國家法與民間法之間的碰撞、衝突，卻簡化了糾紛

當事人行為取向的社區背景，忽略了社區村民和法庭當事人角色的區別和關聯，也便難以發現

糾紛解決和制度設計的根基所在。所以有必要更深一步研究的是，當前中國佔絕大多數的農民

如何在鄉村建構自己的社區秩序呢？社區村民生活交往的原則是甚麼呢？村民如何來應對國家

政策呢？村民何時會求助於國家法律手段呢？在社區村民和國家政策的互動中，國家政策的實

施出現了甚麼問題呢？村民之間的交往原則在應對國家政策當中有了甚麼變化呢？也就是說

「鄉土中國」、禮治秩序和倫理社會的論斷還有無社會基礎呢？法治的本土資源是甚麼或有多

少呢？

鑒於此，筆者在魯西南地區選擇了張村作為田野調查的對象，它距離孔子故鄉曲阜約60公裏，

全村在2000年有聚居村民1400余人，其中同一宗族的人佔去約80％，通過自九九年起先後半年

多的田野調查，最大的收穫是在社區中發現了「為人」和「懂事」這兩個頗具有鄉土氣息的概

念，希望關於此兩個概念社區意義的分析對中國鄉村社會研究及「法治之路」的制度設計提供



一些具啟發意義的思考。

一 「為 人」

1. 概 念

「為人」一詞在張村是耳熟能詳的日常用語，讓社區裏的人自己解釋甚麼是「為人」，有人說

是「送禮」，有人說是「處關係」，也有人說是「搞好關係」、「接觸人」，所以它在社區中

的首要涵義是指一個人參與到別人的活動（「場域」是以別人為中心而定義的，主要是重大的

儀式性活動如紅白喜事）中與人交往的行為表現（送禮是重要內容）。它的第二層涵義是對一

個人在社區中人際關係的評價，它是對第一層涵義中「為人者」的評價，常說的是他「為人」

好，表示他人好，因為他的人緣好。如果在自己的儀式性活動中，參與者很多，便是自己平日

「為人」的結果，這時會有「這都是人家平時『為』的好」的社區評價。所以，這個詞可體現

哈貝馬斯生活世界中交往行動的「主體間性」意義6，「為」兼有being，behave和for的意

義，「人」兼指別人和自己，「為人」既表現他人，同時也表現自己，以他人為行為取向，在

與他人的交往中表現自己的品行。

2. 「為人」的場合

在張村，「為人」突出的表現在一些重大事件和節日上，日常生活中的「為人」也比較重要，

但往往隱而不顯。重大的事件主要是婚、喪、嫁、娶和生小孩，重大節日主要是春節和中秋，

其中紅白喜事是「為人」最重要的集中表現的場合，「為人」者參加主家的活動而且要送賀禮

或禮金。重要場合下主家都有禮單保存，主要是為了以後在別人家有事件的時候要看禮單來

「為」別人。「為人」在村裏最直觀的涵義是送禮，所以筆者著重從收集的幾份禮單入手，且

因為參與觀察了禮單所反應的幾個重要事件，可以通過份析來反應數字後面所隱含的社區意

義。

結婚是社區中非常隆重的事件，屆時很多相關的人要來「喝喜酒」，同時交賀禮，這是「為

人」的重要場合。據調查，喝喜酒的參與者人數眾多，一般人家結婚酒席數大約是在40--50桌

（每桌坐7人，也就是大約300人左右），多的七、八十桌酒席，筆者以2000年1月份的一個結

婚事件為例，下面是筆者對禮單的總結：

表１

客人分類

不同的禮金

人數總計 禮金總計

50元 100元 200元 300元 500元 2000元

街坊人數 31 57 9 1 3  101人 10850元

朋友人數 3 51 14  1  69人 8580元

親戚人數 13 9 8  4 1 35人 7150元

從這個禮單可以看出參於婚禮並送禮金的「為人」者有205人，更準確的說是代表了205個家

庭。婚事的參與者按村民說法可分為「街坊」（是地域概念，指本村人，「街坊」裏面關係比

較好的人即是朋友，筆者放在了「街坊」裏面）、朋友（主要是本村以外的人，多是業緣關



係）和親戚，親戚是指和結婚者的家庭因姻親（多是外村人）和血緣（包括本村「五服」以內

的家族，這種血緣關係在村子裏面稱為「自己」）相關的人。值得注意的是三種人交錢的方式

不同，「街坊」是「暗交」，就是在結婚儀式的前幾天把錢各自直接送達主家，他們是不需要

請帖的，根據以往和主家的關係自己決定是否參與，提前幾天是方便主家準備飯菜。請帖主要

是給朋友和親戚，朋友交錢有的也是「暗交」，即私自把禮金交於主人；如果朋友多場面大

的，便設「服務處」，由專人負責收錢，但即使是這種「明交」，也和親戚不同，因為親戚交

錢在結婚時候有專門的儀式叫做「磕頭」，也是婚禮中主要的儀式，儀式中有專人把所有親戚

召集到場，一個個按照事先寫好的名單來叫稱謂，叫到某人的當場把錢拿出交給主持，他大聲

宣布錢數，然後新娘「磕頭」表示謝意，名為「磕頭」，但據說真正跪倒磕頭是很久以前的事

情，不知甚麼時候改為鞠躬了。

村裏死了人特別是老年人的時候，三天以後才埋葬，一旦死人，全村很快都知道了，當天和埋

葬前的幾天會有絡繹不絕的「街坊」到喪主家吊唁，本村稱為「吊往」。到了埋葬那天，村裏

舉行被稱為「發喪」的儀式，很多「街坊」去「隨禮」（交比較少的禮金），這時喪主的親戚

和朋友也都來了，他們除了交禮金之外還要帶供菜、帳子、花圈、「火紙」（張村對紙錢的稱

謂）等，根據關係的不同，這些東西也不同，下面是筆者在2001年2月21日參與觀察了一個喪

禮後，根據喪主家的禮單整理的結果：

表２

客人分類

不同的禮金

人數總計 禮金總計
2
元

3
元

5
元

10
元

20
元

30
元

50
元

100
元

200
元

500
元

1000
元

街坊人數 12 3 37 22 11 2 6     93人 1018元

朋友人數        18 5   23人 2800元

親戚人數   12 14 6 5 12 13 8 1 2 37人 6470元

以上禮金共計10288元，參與者153人，代表了153家，這裏和結婚不同的是把「街坊」裏面的

朋友不作為「街坊」而作為朋友與外村的朋友放在了一起，因為葬禮上通過儀式、服裝等清楚

的區分了「街坊」和朋友。以上表格為了簡潔過濾掉了很多其他信息，真正的禮單上所記錄的

項目除了禮金外還有祭品（當地稱供菜）、「本平」（紙錢的雅稱）、「帳子」、花圈四個項

目，帳子分為白色、藍色和青色三種顏色，顏色越淡，關係越緊密，「孝」也越重，祭品也

「三牲一案」、「三腥一案」、「葷供一案」、「果供一盒」好幾個等級，由葷到素，表示關

係的遠近。就如中國漢代一樣，送葬「以客多為尚」 7，鄉村裏面依然有此風俗。從上面結婚

和喪葬的酒席數也可以看出，喪葬的酒席數要遠遠超過喜酒，最多的有200多桌，按照當地風

俗每桌7人的話，要有一千多人來參加。

本村女子出嫁時，會有街坊和親朋送錢到她家，讓她買些嫁妝，稱謂「添箱」；某家生了小孩

辦酒席，稱為「吃喜面」，親朋好友及鄰居也送禮到主家祝賀；在傳統節日裏親戚和朋友都要

走動，特別是大年初一，村裏大部分人要到比自己輩份高的人家裏去「磕頭」（跪倒磕頭）賀

歲。村裏人不看重生日，但人生有兩個年齡非常重要，即66歲和73歲，某人６６歲的時，親

戚、朋友要去送「肉」，７３歲時送鯉魚。另外哪家有了病重的人，街坊、親戚和朋友也都拿

禮物去看望。總的說來，一個村裏人的生、婚、老（66、73歲）、病、死等一生重要階段，都



是「為人」的重要場合，除了春節和中秋等節日外，其他的時間都和某人一生中重要時刻聯繫

在一起。並且是你「為」了我，參與了我家的儀式，我也去「為」你，參與你家的儀式，大家

互相成就，完成一生的重要歷程。從社區整體意義而言，「為」別人也才能「為」自己，幫助

別人成為「人」的同時，也完成了自己一生的歷程，所以「為人」的重要就不僅僅體現在禮單

和禮物上，是大家對人生儀式互相參與的過程和這種「在場」（恰如英文Present兼有「在

場」和「禮物」的意義）的知識共享和情感共鳴使每個人的人生有了內容和意義。

3. 「為人」的原則

根據田野調查以及對收集資料的分析總結，村民「為人」主要有如下幾個原則：

（1）自由原則。「為人」有自己的自由，這種自由可以表現為對原有人際關係「質」的改變

和「量」的改變兩種情況。「質」的改變是指在村裏他人沒有參加自己的活動並送禮的情況

下，即別人沒有「為」你的時候，你可以主動選擇去「為」或是不「為」別人以及「為」的程

度。當然，當別人已經「為」了你的時候，到別人活動的時候，你可以不去「為」他，此時違

背了基本的互惠原則，村中非常少見。「量」的改變是指改變原有的對方「為」自己的程度，

如別人在你結婚時拿100元禮金，他結婚時你拿200元。「質」變更多的體現在朋友和街坊之

間，作為先賦性關係的親戚之間選擇空間更小一些，但可以有「量」的改變。

（２）互惠原則。「為人」的自由是相對的，因為一旦對方「為」了你的時候，你就有義務來

「為」別人，這是互惠原則作用，所以「為人」也並非都是主動的結果。村民保留禮單，就是

為了在別人儀式的時候，參考他給自己的禮金來回贈。無論在先賦性關係還是朋友關係之間，

互惠都是一個重要和基本的原則。對這一原則的違背恰恰是自由原則的發揮，可以從兩個方

向，從正面加強原來的關係，或者從負面導致原來關係的弱化或者中斷，所以互惠原則並不絕

對，對於關係好的人，斤斤計較反會受到恥笑。

（３）差序原則。「為人」當中，除了「主客間」的互惠原則外，在「為人」的客人之間即以

主家為中心的關係網絡之間有差序的排列。禮金也不是隨便想拿多少就拿多少的，在互惠原則

基礎上，既要考慮「主客間」先賦性的關係，也要考慮以往日常的交往如何，要有一個關係基

礎，以此為根據來決定禮金的多少。如表２中，參與活動的人很多，但禮金數額的檔次卻清晰

的分為幾個，死者的兩個女婿各交禮金1000元，孫女婆家拿500元，兩個孫媳的娘家各拿200

元，５個外孫女婆家各拿200元，也就是說就與死者關係而言，女兒最近，孫女次之，孫媳和

外孫女更次之。而且不僅是先賦性關係，即使是後天培養的朋友關係，也在這個時候定位為一

個程度，這個定位以平日交往為根據，也要靠平日交往來維持。差序體現在親戚間、朋友間和

街坊之間，關於鄉土社會的「差序格局」所包括社會關係範圍的擴大，已有研究成果表明8，

本文用「差序原則」，以示對費孝通「差序格局」的擴大使用。重要的是這種差序不僅是「主

客間」互動關係的自然衍生，而且是「客人間」互動關照的結果。

（４）平等原則。此處的平等是差序原則中的相對平等，也就是如費老所說的石頭投入水中後

所蕩開的一波套一波中的同一波上的平等。這種平等是針對某人或某事為中心時才存在，一旦

脫離了這個中心，在另外的中心下，他們的平等可能會變為不平等。村民對這種相對的平等看

的比較重，在任何儀式中，即使是參與者在經濟條件上有較大的差距，也不能完全由經濟基礎

決定禮金多少，婚禮和葬禮中為數不多的幾個禮金檔次是大家基本認同並便於表達關係的一個

級別，如表１中拿500元的四個親戚其實是結婚者的三個姑媽和一個叔叔，他們和結婚者處於

同等距離的關係圈上，所以即使他們四家的經濟條件差別很大，最後仍一致同意每家交500



元。也就是說「為人」的時候不僅要考慮自己的條件以及主家和自己關係，而且要考慮第三方

參與者的情況，這是基於社區地方性知識和整個關係網絡的全面考慮。平等原則在婚禮上「明

交」禮金的親戚間體現的最為明顯，不同的親戚無論是血親還是姻親都有一個和主人比較固定

的關係等級，婚禮上「磕頭」時眾目睽睽之下交錢並大聲宣讀錢數充分顯示了某人在關係網絡

中的地位。在葬禮當中也設立「賬桌」由專人負責「明交」禮金，如果經濟條件好的人則可以

採取「暗交」的方式，除了和別人一樣「明交」一定的禮金外，還偷偷的把一部分錢交給主

家，這樣即維護了第三方的面子，也加強了自己與主家的關係。

（５）動態原則。「為人」中的「人」不只是單數，且具有複數的意義，其間往往沒有一個明

確的界限，在很多個人的事務和行為中，都體現了單數和複數的意義，社區中婚禮上來送禮的

人，有的「為人」為了自己，有的「為人」為了兒子，有的「為人」為了自己也為家庭。這就

把不同年齡的人聯繫在一起，你今天「為」了我，我可能明年「為」你，也可能要10年後才

「為」你，也就是說，長時段所體現的互惠原則從某個短時段上看是不平衡的，又特別是由於

自由原則對原來關係的不斷加強，使得建立在互惠原則基礎上的人們之間的互動綿延不絕。另

外，「為人」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對「為」的強調，村子裏面關係的好壞都以「為」為基礎，關

係處於動態之中，且會發生變化，正所謂「事在人為」。張村人喜歡用「走」這個詞來表示交

往，同樣的親戚、朋友關係，有的「走」的近，有的「走」的遠，關係有被強化的可能，也有

被弱化甚至中斷的可能。

總之，以上「為人」原則不是孤立起作用的，自由原則要受互惠原則、平等原則、差序原則的

限制，互惠原則、平等原則又是差序裏面的互惠與平等，差序原則、互惠原則基礎上的關係可

由自由原則上的行為來改變，「為人」中有主動也有被動。一個人「為人」的時候，要看自己

的條件和意願（基於自由原則），要看和對方的以往關係（基於互惠原則），而且還要關注對

方關係網絡中第三方、第四方的情況（基於平等原則）。互惠原則、差序原則和平等原則維持

一種關係網絡，而自由原則創設和改變原有的關係網絡，即使在前三個原則的限制下，「為」

的自由能動性依然很大，通過自由原則，可以跨越差序關係中的過渡性邊界，改變自己在這一

關係中的定位，往往也正是這種有規範限制的自由使原有規範充滿了活力。

二 「懂 事」

如果問張村的一般村民甚麼是「為人」，他們還可以說出自己直覺感受上的定義，如果問他甚

麼是「懂事」，則難以回答，除非讓他以具體的人和事來說明。對於「Dongshi」一詞的寫

法，「懂」沒有問題，但對「事」卻有不同的說法，大部分村民認為是「事情」的「事」（筆

者在Dongshi書寫上採用此通說），而恰恰是村子裏幾個「有學問」的「懂事的人」認為應該

是「識」，即「懂識」。開始筆者對此感到疑惑，但長期的考察以後，則發覺了這種爭議本身

所包含的重要意義。分析「懂事」在社區中被人運用的場合，則發覺「懂事」一詞的運用包含

了「識」和「事」和「情」三個層面的涵義。「識」即社區的「禮」，是社區地方性知識，是

超越了具體事件的一般非正式規範，「懂識」即「明禮」，是對關於在不同情境下應如何舉止

行為和如何不行為等「識」的記憶共享和肯定；「事」指具體的事件，「懂事」即「講理」，

是把地方性知識和具體事件合理關聯，是在具體情境中對「識」或「禮」運用的合理與適當，

以便在涉及雙方或多方的事件中當事人之間達成一種和諧。「情」指人情，這個層次的「懂

事」即「講人情」，是指具體情境中一方當事人揣摩另一方當事人的願望並以其行為來盡力滿

足對方的心意。所以「懂事」包含了「明禮」、「講理」和「講人情」三個層次上的認可。在

日常生活中，這往往是同一事件的不同層面，只是由於分析的必要才分別於以說明。



1. 在「禮」的層面上，「懂事」是「懂識」或「明禮」，是對已有習慣、原則的認識和認

可。

「禮」在中國有悠久傳統，《禮記》中以「義」為題者7篇，形成關於「禮」的概念，說明了

禮在國家、社會及人生的作用，近代以前，禮不僅是作為大傳統的意識形態有「道」的體現，

而且由虛變實，表現為各式各樣的禮儀，內容包括冠、婚、喪、祭、朝、聘、射、餐之規，以

及揖讓進退，飲食起居之節，除了上層禮儀外，禮更多地與民間生活聯繫在一起，通過民間日

常生活來實現，而筆者的田野調查顯示，鄉村中依然存有不少「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禮」，

特別是在冠、婚、葬、祭方面。在如今的張村，依然有新郎結婚儀式上戴一頂帽子的習慣，即

使是夏天也一樣，這應是冠禮和婚禮的結合。婚禮和葬禮依然非常隆重，儀式上也保留了較多

的傳統，且是「為人」的重要場合，所以交「禮金」和「禮」之間應有其內部的關聯。本文把

「禮」作為一種地方性的「識」，超越狹義上所指的儀式性行為規範，擴大應用於飲食起居等

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在社區中，「明禮」首先是對先賦性關係和其他已有規範的認同，特別是

對諸多「差別」的尊重，這種「差別」既包括角色地位的差別，也包括性別差別和其他情境的

差別。在角色定位上人和人之間長幼有序、輩份有高低、男女有分別。知道血緣、家族關係的

遠近是個非常重要的知識，一個小孩開始「懂事」的重要標誌就是見到村子裏面的其他人知道

按輩份稱呼甚麼了。同時「懂識」或「明禮」還包括對前面所講幾個「為人」原則的認同。

2. 在實踐情境中「懂事」是對已有規範原則的合理運用，即「講理」。

在張村，僅僅是對已有規範的記憶或認同還不夠，「懂事」還必須「講理」，必須做到對

「禮」的合理運用，不顧情境的對「禮」的堅持或歪曲會被稱為是「認死理」或「講歪理」，

也就是「不懂事」。「禮」的知識可於日常生活中慢慢習得，一般是不需要專門「講」的，但

在具體實踐中，如何做到「講理」也就是對「禮」的合理遵循和運用則是個複雜的問題。

如果按照現象學的說法，把社區情境按照行為原則劃分為諸多的「意義域」，在不同的意義域

有不同的行為原則，那麼一個社區百姓如何生活在這諸多意義域所編織的文化網絡之中呢？在

不同「意義域」衝突時特別是原則和生活的具體情境衝突時怎麼解決呢？調查顯示，「懂事」

是個複雜的過程，它要求行為者首先界定當前的情境（是喜事、白事還是「添箱」），在記憶

的情境知識中做出選擇，找出適合此情境的所有規範（互惠原則、差序原則等），而後根據當

下事件情境，在特定情況與普遍規範間建立聯結，做出行為，使這一行為外表看來符合以往的

前例或規範，贏得「懂事」的贊譽。但並非事事盡如人意，「理」更多的是和「講理」聯繫起

來，且往往是碰到「不講理」的時候才有必要去「講理」，否則合情合理就沒有必要專門去講

了，而出現「不講理」的時候往往是社區中一人的行為侵犯了社區規範或者社區中他人的利

益，是說某人胡攪蠻纏、自私自利，對社區規範、大家利益或者他人利益置之不理。「不講

理」往往伴隨著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雙方或多方爭端，此時也正是需要「講理」的時

候，特別是涉及重大事件的「講理」往往要到村子的大街上甚至「隅首」（張村對街道十字路

口的稱謂）也就是人最多的地方去講，因為那裏人多，可以讓大家來「評理」。小事件的「講

理」則多是請來村裏的「嘹亮人」（張村對「懂事的人」的稱謂）給雙方評理，此時爭執各方

的「講理」往往變成一種「解釋」，是一個不斷援引先例和當前事實連接的過程，「解釋」在

使自己的行為合理化時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各方的利益多用符合社區公義的解釋來維護，要舉

證自己的理由來說明對方「不懂事」、「不講理」而自己「講理」又「懂事」。由於中國鄉村

近百年來巨大的社會變遷，從私營經濟到集體經濟再到市場經濟，價值規範變化較大，開闊了

農民的理據儲備，面對同一事例，往往可以援引不同的理據來支持自己的行為9，但更重要的



是在大庭廣眾之下或「嘹亮人」在場之時，一種想像的社區正義標準會發生神奇的作用，講理

者的「解釋」往往反過來對解釋者自身產生約束限制，使其不得不部分的克制一己之私欲以將

就對方的意圖、符合社區的先例，這類「良性解釋」的行為在社區中經常出現10。

3. 在第三個層次上，「懂事」是在指具體情境中以揣摩、符合他方當事人心意即符合具體

「人情」的方式作出行為。

「懂事」除了具有社區規範評價維度（即「懂識」──社區一般人超越具體情境的跨時空的評

價）和具體情境評價維度（「講理」──結合特定事件和特定時空背景的評價）以外，另外一

個非常重要的評價維度來自於具體事件中行為者的行為對象，即關於是否符合行為對象心意、

願望的評價，這種評價對於行為者而言常常具有超越前兩種評價的重要性，因為行為者的行為

目的和意義往往和行為對象的反應最密切相關，這也是「人情」的基礎和意義所在。行為者在

行動時對於三個層次的評價會根據具體情境的不同而有不同的預期和側重，便使得社區對具體

事件中某人的表現是否「懂事」有了不同評價的可能，至少在社區一般人、事件當事人和行為

對象之間容易產生此種評價的差距或分歧。

「懂識」、「明禮」重在社區規範知識層面上，「懂事」作為「講理」是知識和實踐層面的結

合，作為講「人情」是對具體事件中「人」的重視。村裏人對於「Dongshi」的「shi」應該是

「事」還是「識」的爭議是有原因的。多數村民在很多事件中被評價為「懂事」，但真正超越

具體事件被稱為「懂事的人」 （村中也稱作「嘹亮人」或「明白人」）張村卻只有六、七

個，這幾個人也是「問事的人」，誰家有了紅白喜事等都要請他們來組織、主持，這些人的腦

子裏面不僅僅是「事」，據訪談，他們即使不識字也頗具抽象的能力，可以把不同的事件進行

比較、聯繫、概括、抽象，可以單純的脫離開實踐情境來「講禮」，所以，他們說

「dongshi」應該是「懂識」。一般村民則缺少這種抽象能力，只有在具體的事件中見分曉，

其「講理」很少是在抽象層次上，更多的是把「懂事」和「事」聯繫起來。當然以上區分只是

相對而言，即使是平常人在某個事件中表現出「懂事」，也需要把當下情境和以往生活知識或

習慣相聯繫。不過平常人更看重眼前利益，所以平常人在很多時候表現為「懂事」，也在不少

情境中表現為「不懂事」，呆板的「禮」的遵循是「認死理」，運用得太靈活了又是「講歪

理」，而「懂事的人」則更能夠在「懂事」和「不懂事」之間、在「講理」和「不講理」之間

進行平衡，對「禮」運用的原則性和靈活性結合比較好。所以日常生活出現糾紛的時候，大家

要找這些「明白人」來評理。「明白人」熟練掌握各種情境下的原則，且在具體事件中，在規

範、情境和人情衝突中，綜合考慮事件各方當事人的利益，並結合社區先例來做出評判，協調

當事人之間達成妥協，維持社區的和諧。

三 「為人」、「懂事」與「社區人」

1. 「嘹亮人」與「魔道」──「社區人」的質量

「為人」和「懂事」概念可以說明社區個體的關係性，個體的「人」要通過社區和他人來定

義，只有「為」別人才能「為」自己，只有照顧到社區規範和事件中的其他當事人才是「懂

事」，在各種具體事件中「為人」、「懂事」的存在使人格產生並存在，事情消失後，仍有品

質留下，各種關係及其評價不斷積澱為「人」的品質或者說「人的質量」，不同的關係和評價

積澱為不同的人。「社區人」的定義具有不可缺少的社會性，但因為各種關係的不同，這種社

會性又有其特殊性。「為人」、「懂事」都可積澱為人的品格，「為人」體現了個體行為的關



係取向，「懂事」更側重行為的情境取向。相關社會心理學研究提出「關係支配性」論斷有其

道理，強調了個體建構的社會取向，但正如提出者所說「關係支配性這個概念本身並沒有說明

哪種關係是支配性的」 11，這是因為社區行為主體有足夠的主動和能動，使得自我中心的社

會性關係網絡帶有難以替代的特色。但倫理學和心理學就其研究方法而言往往不易察覺「人」

之建構的多層性，特別是「人」與規範間的微妙互動，也正是因為這一點，筆者採用「社區

人」概念，而非「社會人」和「個體人」的概念，把「人」放到社區中來考察它的定義，通過

「為人」和「懂事」這兩個概念來說明。作為「社區人」，是有社區記憶和社區知識共享的

人，他們必須對社區的生存和生活規則了解並在實踐中或遵守、或變通、或違背，社區個體在

建構自身社會性的同時，也建構了社區社會。「為人」在村中之所以那麼重要，因為一個「社

區人」人生的意義體現在自己生老病死的歷程中，特別是在這些關鍵性的轉折點上，正是大家

參與了對方的活動，互相成就了對方；而「懂事」使得大家在日常交往中免於衝突，和諧共

處，因為說到底，有他人才有自己，自己的記憶也是大家的記憶，參與過程與共享「知識」包

含了「社區人」重要的生活、生命意義。

根據「社區人」在社區中的「為人」和「懂事」的具體情況，其質量是有差別的。

（1）「嘹亮人」通曉社區規範知識，並能以這些知識組織儀式或者解決糾紛等，他們也被稱

為「問事的」、「明白人」或者「懂識的」。稱作「嘹亮人」，大概是他們在指揮儀式時候，

多聲音嘹亮的緣故12。作為社區紅白喜事等儀式活動的組織者或主持者，「問事的」雖然和一

般村民一樣側重「講理」，但二者所講的「理」卻不一樣，前者比後者「講理」的語境

（context）更深遠，「理」所包含的時空背景更廣闊，以至於超越了具體時空而成為

「禮」，於是，「問事」的「嘹亮人」比一般村民「講理」更公正、更全面、更易獲得村民的

認同。「嘹亮人」他們不僅組織整個儀式活動，而且還有對外的功能，在儀式性場合調解不同

村子之間的習俗，接待外村的貴賓。

社區中有兩種「嘹亮人」，他們「嘹亮」的地方是不一樣的，一種側重「懂識」，一般都博識

強記，或能說或能寫，掌握儀禮細節或對生活有較為抽象的思考；另一種稱為「問事的」，一

般說來，他們「為人」好，無論在自己的家庭事務還是在公共事務中都能表現出公正和一般村

民沒有的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和魄力，見多識廣，對公共事務熱心，所以常被稱作「問

事的」，其「懂事」更多的是體現在處理糾紛和組織事件。在喪葬事件中，可以比較清楚地看

出這兩種「嘹亮人」的不同，「懂識」的「嘹亮人」負責帳桌，寫禮單和吊文以及負責儀式，

而「問事的」是總指揮，負責整個儀式上「忙人」（義務幫忙的村民）的確定、職業分工和臨

場指揮。兩種「嘹亮人」的區別是非常明顯的，「懂識」的人更多的是體現在社區儀禮知識

上，其面對的更多是儀禮細節，而「問事的」所面對的更多的是「人」與「事」，更擅長「講

理」與解決各種糾紛，前者好似理論家，後者好似實幹家，二者很難互相代替。作為「問事

的」，不像「懂識」的人那樣看重禮儀原則，而以「講理」為特點，側重特定事件，以解決問

題為宗旨，關鍵時候不惜違背原則。作為「問事的」，他可以借鑒和總結「不懂事」的人在不

同的情境中所得出的教訓，而後借助自己的知名度和權威而變通甚至是創設新的規範。

（2）作為一般村民，經常參與別人的儀式活動義務勞動作為「忙人」，雖努力「懂事」，但

也常有「不懂事」時候。張村把在某個事件中「不懂事」的人往往稱為「半熟」或者「半吊

子」，有類似於傻瓜的意思，顯示其對社區規範的不熟悉至少是不遵守。社區中的「不懂事」

也有不同的層次。從不講「人情」、不「講理」到「不要臉」、「傷天害理」，不同行為在

「情」、「理」、「禮」三個層面上體現了不同的態度，「懂事」是在這三個層面的肯定，而



「不懂事」則是在這三個層面上的不同程度的否定，最低的層次是對「懂事」三個層次的全盤

否定，即「傷天害理」。如果「不懂事」表現在「禮」的層次上，多體現在儀式活動中，這種

不「懂識」往往帶來的只是一種設想的不吉祥，被評價者往往無主觀惡意，地方性知識的無知

雖然會獲得社區的否定性評價，但一般不會有甚麼大的具體影響；不「講人情」損害的是雙方

之間的感情，其行為可能是「明禮」也「合理」的；更進一步的「不懂事」，是不「講理」，

也就是「認死理」或者「講歪理」，一個是不顧及具體環境和條件，但堅持社區規範原則，一

個是不顧及社區規範以及「人情」，而以過時的情境和條件為自己行為辯解；「說人話，不辦

人事」只是把社區規範停留在口頭上，言行不一，長此以往也將失去社區他人的信任；「不要

臉」和「傷天害理」有些相似，其不顧及道德、情境的行為都會受得全村人的唾棄，稍有區別

的是，「不要臉」的人還可能是為了個人之間的感情來違背社區常規和自己家庭環境，雖然

「丟人」、「丟面子」但還可以勉強為人，而「傷天害理」則往往是對「情」、「理」、

「禮」的全盤否定，其行為包含了行為者積極的主觀惡意，他將面臨在社區失去「做人」的資

格而淪為「不是人」的結局。

（3）那麼，如果一個人幾乎總是「不為人」也「不懂事」，那會是甚麼樣子呢？調查顯示張

村真有這種人存在。那是被「社區人」稱為比「半熟」更嚴重的「魔道」，類似於瘋子、神經

病的意思。如果說「半熟」還是人的話，那麼「魔道」在社區當中已不是一個完整意義上的

「人」。一次或多次「不懂事」也頂多只是「半熟」。但一直「不懂事」則是非常可怕的事

情。張村所指稱的兩個「魔道」，其中一個是老單身漢，象棋下的好，智力無問題，村裏有幾

個人和他下過棋，認為他下的還不錯。調查發覺他最大的與眾不同是他幾乎沒參加過社區中任

何他人的活動，也就是說，對他而言，不存在「為人」，而且連最基本的小孩都懂得的對長輩

的稱謂他也沒有稱呼過別人，別人也沒有說過他「不懂事」（只說他是「魔道」），因為「不

懂事」是用來稱呼正常人的不正常的，而他已非常人了。另一「魔道」是一位婦女，在訪談

中，從別人所舉例說明她「魔道」的理由可以看出，她最大的毛病是沒有符合村子裏面「懂

事」的原則，她總是直接地表現自己的好吃懶做和貪婪，而不顧及他人與常理，她的動機也許

是很多人的欲望，但多數人因為文化的原因，都表現的要照顧或遷就對方，要「明禮」、「懂

事」，她毫不在意地總是違背這些，也許這是她被定義為「魔道」的主要原因。

（4）張村還有一種被稱作「不嘹亮」的邊緣人。筆者調查了村中幾個「邊緣人」中的一個，

他４６歲，腿有些殘疾但可以走路，但他完全靠父母養活，村民對他頗為輕視，人們對他最大

的印象就是，他對村中的長幼輩份了然於胸，每次老遠的看到別人，他都幾乎無一例外的熱情

打招呼，「三叔」「四爺」喊的異常親切，可大家也認為他不是一個正常人，雖然他就輩分來

說「懂識」，甚至就打招呼來說「懂事」，但因能力所限以及懶惰，作為成年人，他無法「為

人」，連「忙人」也沒有資格做，除了稱謂就談不上其他。故「懂事」只保留在知識的層面

上。但從他稱呼人的熱情上可以看出，他一直努力想擺脫邊緣的地位，引起大家的重視，可惜

稱呼是他唯一可以為「人」和「懂事」的途徑。

綜上所述，在張村，正如中國不少地方以「沒有質量」來罵人一般，「社區人」是有「質量」

的，而且有不同的「質量等級」。「為人」、「懂事」和「社區人」的「質量」密切相關，

「為人」、「懂事」建構了社區秩序，也同時建構了「社區人」的不同質量。「懂事」是關於

「社區人」對待「情」、「理」、「禮」的不同態度和行為，是社區規範在日常生活中的應

用。作為一個「社區人」，其人之為人的基礎是在行為時，要在自我（自由原則，動態原則）

－－行為對象（互惠原則，「講人情」）－－其他當事人（差序原則、平等原則，「講

理」）──社區傳統（「明禮」）之間進行一種協調與平衡。因為這種協調、平衡的不同能力



與態度而形成了「社區人」不同的「質量」：「嘹亮人」不僅自己「懂事」，而且通過「問

事」兼及他人；一般村民參與別人活動作「忙人」，偶爾有「半熟」、「不懂事」的時候；

「不嘹亮」的人連「忙人」也不是，淪為「社區人」的邊緣而勉強為人；只有「自我」而全然

不顧及他人的是「魔道」；他已從人事邊緣到了人事之外，很少涉及「為人」與「懂事」。下

表顯示了「為人」「懂事」和「社區人」質量之間的關聯：

表3： 「社區人」的質量

 自我 行為對象 事件情境 社區規範

「為人」 自由原則 互惠原則 平等原則 差序原則

「懂事」  講「人情」 講理 「明禮」

社區人

1 「嘹亮人」 ＋ ＋ ＋ ＋

2
一
般
人

不懂
事、
半熟

A 不「懂識」 ＋ ＋ ＋ －

B 不講「人情」 ＋ － ＋ ＋

C 認死理 ＋ ＋ － ＋

D 講歪理 ＋ － ＋ －

E 說人話不辦人事 ＋ － － ＋

F 不要臉 ＋ ＋ － －

G 傷天害理 ＋ － － －

3 不嘹亮 ＋ － － －（＋）

4 魔道 ＋ － － －

注：「＋」 表示肯定，「－」表示否定，＋（－）表示二者均有可能。

在張村，「為人」和「懂事」不僅建構一個人，而且建構了一個人的質量。「為人」主要體現

在一生中重要的場合，而「懂事」則是「為人」等原則在日常生活中的應用，這兩個概念都和

人的「質量」建構相關。以往許多關於「關係」、「人情」、「面子」、「禮物」的研究，雖

使用中國本土概念，底層隱含的卻是「權力」與「資源」的西方邏輯預設。隨著中國市場經濟

的發展，難免這些因素的滲透擴張，但有些學者的分析比中國鄉村社區的生活實際往往更具西

方工具理性的火藥味，主要是對以上概念分析時過於功利或者強調手段、目的的分野，而對

「人」的本質價值，特別是「質量」的建構有所忽略。「為人」和「關係」密切相關，社區中

的人也認為「為人」就是處關係，搞好關係，也就是開普耐（Andrew B. Kipnis）所謂

的"Producing guanxi"13。「為人」和 「懂事」的過程也正是「面子」和「人情」的建構過

程，「為人」的差序原則使得「社區人」具有以個體和家庭為中心向外擴展的涵義，「為人」

產生的差序關係網絡，也正是「面子」存在的基礎。「關係」、「面子」、「人情」、「禮

物」都涉及人與事，卻難以反應「為人」和「懂事」中「為」和「懂」所包含的動態性和複雜

性，所以許多學者不得不關注「禮物的流動」14、關係的生產（producing Guanxi）和面子的

維護。村民之所以「為人」和「懂事」，不僅僅是為在日常交往中獲得自己所需的資源，這也

是個體建構自我質量、自我價值的過程，也就是說，村民行為常常無法用分立的價值理性和工

具理性來解釋，也便難怪有學者提出「中庸理性」15的概念。



2. 「門面」與「香火」──「社區人」的複數

就「為人」和「懂事」而言，「懂事」更側重於建構「社區人」的單數人格，而「為人」更側

重於建構「社區人」的複數含義。正如參與一個儀式活動不僅僅代表自己，「為人」建構了一

個以自我為中心的不斷擴散、延續的具有的複數涵義的「社區人」人格，其複數含義一方面是

以個體為中心在家庭內部以至於家族內部的擴散，另一方面是在縱向上，通過子孫的延續而使

得個體生命意義得以綿延不絕。這種複數人格在橫向擴展和縱向延續中體現了一種「關係」的

不均衡性，使得此種「關係」需要不斷努力去維持。

「社區人」非常重視「門面」。從「門面」也可以看出「社區人」的複數涵義。「門」在社區

中首先指院落的大門，也用來代指這個家庭（戶），同時也代指和這個家庭相關的宗族，社區

中是用「門」來指宗族的「支」，經常說「我們是哪一門」的。五服內關係比較近的同族人社

區稱為「自己」，這一既表達個體又表達集體的詞彙，表達了「社區人」個體與家庭以至於家

族經常不加區分的複數涵義。「面子」在社區中也不只是個人的，而是和「門」聯繫在一起

的，往往是以一個人為中心不斷向外擴展的，一個人在事件中沒有「面子」，這個「門戶」中

其他人也沒有「面子」，一個人「丟人」，他所屬的那個「門」的其他人也「丟人」。「社區

人」一方面「面子」共享，人格互相關聯，另一方面，根據自己「質量」的不同，個體「面

子」也有大小，個人「質量」高，其「面子」也大，所涉及的關係也深遠。

社區對「門面」的重視，使得家庭院落的大門獲得了象徵意義。在社區中，還發生過幾次這樣

的事情，就是大年初一的早晨，有一家發現有糞便塗抹在自己家的大門上，也有一家兩次早晨

發現有人用材燒他家的門，這兩種對門的毀壞或者塗抹都使得主家「丟人」，因為在社區中

「門」、「面」是聯繫在一起的，「門」有時候就是「面子」的代表，而穢物體現的是肮髒。

塗穢物（unpurity ）在他家大門上，就等於塗在他的臉上，是要說明他道德的肮髒，使他無

臉見人，燒門也是在破他的「臉」。所以在村子裏面，門面是非常重要的，每家蓋房子時候都

重點裝飾自己的大門，正如婦女用化妝品一樣，許多家的大門看起來都比較氣派，大門像一間

房子似的有一個過道，過道後面是個大大的屏風墻，墻後是院落和房間，房間裏面卻簡單的沒

有甚麼家具。並且社區還有一個不成文的規矩，就是街道對門鄰居的大門，其寬窄高低應該相

等，否則門小的那家人不吉利，正如一方的「臉大」，一方的「面子」小。

「門面」使得「社區人」在獲得複數涵義的同時，也使得「社區人」的人格有了象徵性。這種

象徵性的極端是「社區人」的行為和其表面人格之間的巨大反差，使得社區人不僅僅生活在現

實當中，也還生活在一種營造的表面人格當中。而且，這種表面人格在有些時候甚至比其真實

人格還要重要。村中有「打人不打臉，罵人不揭短」的說法，也正因為這種表面人格的重要，

所以即使是那些實際行為背離社區規範的人，也在表面上努力維持著自己的形象。

這說明一個「社區人」不僅是活在現實生活中，而且還活在大家所共同建構的符號象徵世界

裏，這種象徵世界有著比實際生活甚至更重要的意義。和西方的宗教非常不同的是，這種象徵

世界其超然性與彼岸世界相去甚遠，是無法脫離開生活世界的象徵世界，是「社區人」在日常

生活當中不斷積累和建構的，是無法脫離開社區的「禮」和個人的實踐生活的。正如「面子」

不僅僅是自己的，也是家人的，每個人的行為和自己的家族有較大的聯繫。一個人的生活的意

義在根本上是必須通過其他人來認同的，至少是表面上的認同。

「社區人」的複數含義除了以「門面」方式擴展到家庭或者家族以外，還有在縱向上的延伸，

通過「香火」不斷、子孫延續來體現人格意義的綿延不絕。社區中像重視「聲譽」一樣重視



「生育」，沒有家庭的人意味著其人格是單數的，在社區中的聲譽地位往往不高，而沒有兒子

也同樣意味著人格無法延續擴展，在村中也抬不起頭來，認為是「丟人」的事情。沒有子女的

「絕戶頭」很難在村中獲得較高的聲譽，並且「絕戶頭」成了村裏一句非常刻薄的罵人的話。

每當結婚儀式中，作為女主持的「親家客」16一般婦女是沒有資格當的，必須是兒女雙全的婦

女並且比較「懂事」才有資格。一個家庭舉行喪事時，如果家裏有年輕人近年要結婚的，往往

要在大門上挂紅，稱為「倒喜」，白事、紅事的聯結體現了死者去矣、生者延續的意義。

3. 「人」、「事」、「識」──「社區人」行為的橫向原則：

「為人」、「懂事」在建構「社區人」的同時也建構了社區秩序。在「情」、「理」、「禮」

所對應的「人」、「事」、「識」三者中，「人」和「識」都具有跨越時空的抽象的含義，不

過兩種抽象不同，「社區人」的抽象是以具體的一個個體為基礎的，「面子」、「人情」等使

單個個體獲得了象徵性的複數意義，而社區的「識」在的更寬更深的時空背景下，以社區全體

人的行為、事件為基礎的凝結與抽象，它脫離了具體的人。「理」卻在具體的事件情境中聯結

了「人」與「識」，「講理」者也最具有情境的壓迫感，所以社區中更多的是在「講人情」和

「講理」的過程中變遷社區規範「識」，而不是相反。但這並非是說社區的「禮」不重要，因

為沒有「禮」就沒有事件情境與規範的聯結，也就無法「講理」。「社區人」也常說「沒有規

矩不成方圓」，但這絕不意味著有了規矩必須成方圓。

「為人」、「懂事」行為對「社區人」具有本體論的價值意義，「為人」、「懂事」特別體現

了「社區人」生命意義的取向，體現了個體生命意義的根源在於他者的認同，也就是說個體生

命意義的擴展以參與他人的活動和與他人和諧相處為基礎。而正是這種「為人」、「懂事」中

表現出的不同的能力、態度與行為使得「社區人」的質量不同，而這些不同質量的人，在社區

互動中建構了社區秩序。

「為人」和「懂事」都是「社區人」在社會化過程中的個體化和個體化中的社會化。「為人」

以具體的他人為取向，是面對面的特殊化的人們之間的交往，其特定狀況對人的行動結構的重

要的影響就是規則的具體化和情境化，這就必然的強調「懂事」這種彈性概念的重要性，也就

是行為規範和具體的人、具體的情境結合的重要性，也就難免出現「不懂事」的情況和「講

理」的結果，使得人在「懂事」層面上也各不相同。

社區中人和人之間的關係不是普遍化，而是不斷的特定化，也就是說社區中人和人是直接面對

面的關係，差序原則的作用在於大家都是以自我為中心的在規則限制中選擇性的遵循和運用，

這種選擇要特別的關注行為對方，因為社區中就不存在人和人平等一樣的假設，正如村裏婦孺

的一句口頭禪「五個手指頭還不一般長呢，人和人就更不同了」，他們都非常強調人和人之間

的差別，這就需要大量的關於地方性知識，特別是有關行為對象知識的記憶。村民共享和分享

了大量關於別人和社區事件的地方性知識。這即使沒有效率，卻比較可靠，強化了村民行為的

差序原則，強調每人以自我和家庭為中心，通過這一原則來自我肯定或否定，行為取向具有社

會性，但不具有普遍性，關係時刻無法脫離開其中心特定的人和家庭，普遍性的關係不易形

成，而且外來的普遍規則也往往被其滲透和弱化。

「為人」、「懂事」的行為都是立足於社會結構，但同時又超越了一般的社會結構，其間也包

含著情感和記憶的積澱，既「明禮」以關照差序原則，又講「人情」而重視自由原則。「為

人」、「懂事」可以使得一個人的生命意義在社區結構內擴展。一個人在行為中同時做到和他

人、情境以及社區規範的和諧是最理想的狀態，但這種理想狀態並不限制和損害個體的能動



性，「講理」和「講人情」及行為的自由原則，給「社區人」的能動性提供了很大的空間。

「為人」、「懂事」背後所隱含的「人」與「事」都隱含了超越規範結構的傾向和可能。即使

是從社區「嘹亮人」的行為來看，他們「嘹亮」的地方恰恰不是對社區規範的嚴格遵守，其最

突出的貢獻是在「情」、「理」、「禮」之間的調節，這種調節在不同的情況下往往會對

「情」、「理」、「禮」三個層次造成不同程度的損益與變遷，不「講人情」，不論情境的堅

持原則，在社區中是以「認死理」的否定評價出現的。所以，在「情」、「理」、「禮」發生

衝突的時候，對「情」與「理」的選擇往往具有社區所認同的優先性，合情合理比合乎社區規

範與先例更重要。

所以，「為人」和「懂事」同時包含了行為的結構和反結構性質，差序原則/自由原則、懂識/

「懂事」、明禮/講理/講人情這些概念充分體現了社區秩序的結構原則和個體超越結構的能動

性，「為人」以血緣、姻緣、地緣、業緣為基礎結構原則，但同時「為」有足夠的自由和能動

性超越甚至否定這些結構原則，不同結構關係本身的互相制約、差序關係邊界的模糊性和互惠

關係時間上的不均衡性為這種能動提供了足夠的條件和空間。「懂事」的三個不同評價層次給

了行為者較大的選擇和側重餘地，使人在某個事件中不是簡單的套用社區規範，而是就事論事

看情境，或者就人論事看人情。「社區人」行為有自己的原則，但是不否定甚至鼓勵行為超越

社會結構和原則，其基礎是對可以穿越時空背景的「人」的重視，「社區人」是在各種時空背

景下被建構又同時具有了超越具體時空情境的意義，「人」是本體，是行為的出發點和歸宿，

「面子」便是社區人的這樣一種抽象特徵，某人「懂事」不僅是「要面子」（照顧社區對自己

的評價），而且要「給面子」──即超越規範以符合事件行為對象的心意，講人情比「懂識」

要根本和重要，使個體行為具有超越不同意義域和結構原則的能動性。

「為人」、「懂事」作為「社區人」在社區內部的行為，主要涉及「情」、「理」、「禮」之

間的協調與互動。「社區人」一般發乎「情」止乎「禮」，其行為以社區地方性知識為基礎，

「講人情」與「講理」也蘊含了超越原則的能動性和可能性。「人」、「事」、「識」三者互

相依存，互相影響和滲透，統一於社區秩序當中。差序原則的根深蒂固在於，「為人」和「懂

事」具有關於「人」的本體論意義，這不僅僅是一種工具理性行為，而更多的是對「傳統知

識」與價值理性的重構與創造，行為本身就是在建構「人」，而非僅僅為了某個理性目標，而

這種對「社區人」的建構雖然以社區個體為載體，但在建構自身的同時也不斷強調甚至重構了

社區的規範與原則。「情」、「理」、「禮」間的互動更多地體現了「社區人」橫向的行為原

則，但是當「社區人」遭遇國家層次的「法」的時候，這一橫向的行為原則具有了縱向的意

義，出現了「情」、「理」、「禮」、「法」之間的衝突與融合。

四 社區與國家： 「情」、「理」、「禮」、「法」

無論歷史上還是當今的中國鄉村社區都難以脫離國家而獨自發展，社區田野調查可以發現國家

意義上的「法」 17和社區層次上的「禮」之間的斷裂和衝突，也可看出「情」、「理」、

「禮」、「法」之間的關聯與互動。

1. 「禮」、「法」的限制與衝突

筆者曾訪談村裏近80歲的老支書，他建國前就是中共黨員，支援過淮海戰役，建國後任支書曾

兩次挨批鬥，一次的罪名是他和村裏的大地主（他1942加入國民黨）在解放前「雙保險」，是

說解放前夕，村子一帶解放軍和國民黨拉鋸戰的時候，解放軍來了，支書保護地主，國民黨軍

隊來了，地主保護支書。在批鬥支書的時候，支書解釋說：「我們是『雙保險』，但是，我們



沒有合同，只是因為我們是『自己』，是一家子，況且地主也沒有罪，我包庇他甚麼阿，他沒

有人命事」。還有一次挨批鬥的罪名是「階級路線不清」，那是在文革末期，村裏一位老人

（成份是富農）去世，支書晚上去「吊往」，因為他們是「自己」（一個家族），第二天管區

領導就召開批鬥大會鬥他，因為共產黨員不能和有成份的人「答腔」（打招呼），更不能到他

們家裏去。以上例子說明在政治上劃分的階級立場和階級成份對社區村民的確產生了重大影

響，但仍難免「雙保險」和「吊往」的存在，因為這二者是建立在社區「為人」和「懂事」的

基礎上的，老支書說如果連「自己」人也出賣，同族本家死了人，都不去「吊往」一下，那簡

直是太不「懂事」了，那還是「人」嗎？所以在政府幹部看來極具工具理性的「雙保險」行

為，底層有其深刻牢固決定「人」之本質的價值理性基礎存在。格爾茲(Clifford Geertz)曾

指出法律事實是社會的產物，認為「任何一種企望可行的法律制度，都必須力圖把具有地方性

想像意義的條件的存在結構與具有地方性認識意義的因果的經驗過程勾連起來，才能顯示出似

乎是對同一事物所作出的深淺不同的描述」18。所以，法律及其實施都是一種「地方性知

識」，只有在地方性情境中才能理解它、施行它。老支書的例子已經部分顯示社區知識和國家

政策法律之間的關聯，其實在社區當中，至少是幾十年來，國家權力的滲透和社區「人事」的

擴張就從來沒有停止過，而且「為人」和「懂事」行為結構不僅是和社區村民作為「社區人」

的質的規定性相關，和國家權力的在鄉村的滲透也具有密切聯繫，雙方互動不僅使行為者的行

為傾向發生微妙變化，而且使得國家民間政策表述和具體行政行為之間出現了斷裂。

改革開放以後，情況發生了變化，但張村個案說明「法」、「禮」的衝突依然存在，田野資料

說明，國家政策法律恰恰是在最關鍵的問題上，即涉及村民的生、死、結婚等生命轉折點以及

生產收入等方面和社區的「禮」發生聯繫與衝突。社區的「禮」鼓勵早婚早育而且生男孩，這

些都和國家關於晚婚晚育、男女平等的提倡和規定有衝突，而且作為「社區人」「為人」「懂

事」重要場合的喪葬儀式，也和國家規定相左，政府所規定的提留，村民也感覺越來越不合

理。當「社區人」無法依賴於社區「情」、「理」而不得不求助於「法」的時候，在法庭上，

「社區人」與「公民」的身份定義有了區別，法庭內外出現了「情」、「理」、「禮」、

「法」公開的與潛在的衝突、抗拒與融合。

在法庭和法院所查閱的幾個和張村有關的案例可以看出，「情」、「理」、「禮」、「法」在

法庭內外交織在一起。「法」、「禮」在諸多倫理基礎是相同的，但不同的是社區中可以「講

理」和「講人情」，當無情理可講的時候，人們才求助於法庭，法庭以抽象的、人人平等的、

單數的「公民」的身份，部分承繼、部分掩飾和忽略了社區中的「理」與「情」，剝離了當事

人的複數和質量含義，這一剝離社區情境和嵌入國家法律語境的轉換過程非常值得重視，在筆

者從法院調查的和張村村民相關的幾個案卷中，從起訴書、調解書、判決書到執行書這一訴訟

過程中的原告或被告都難以始終一致，往往是多次轉換人名，因為在「社區人」看來兩個甚至

多個關係密切的人都是「自己」，區分沒有意義，但在法庭上卻必須分出個你、我、他來。

對「社區人」而言，只有當糾紛一方不「講人情」或者不「講理」，即無情無義以至於「嘹亮

人」也無法處理，在社區內部不能解決的時候，才會訴諸法律解決問題。法律似乎是感情之外

的東西，是在仁至義盡之後的最後救濟。無論行政調解還是司法調解，其中相同的是，往往是

在社區糾紛一方常常不「懂事」，常常不「為人」的時候，才容易把事情鬧大「經官」。「經

官」和社區調解的最大不同在於，告官意味著沒有回旋的餘地的對抗，也意味著「撕破臉

皮」。但法庭中也不是必然意味著如此，在法庭程序之下，仍然有「人情」在發揮作用，而且

法庭往往也正是利用了這點，將就了社區習慣，使得「臉皮」不至於撕破的那麼厲害，「嘹亮

人」參與的「講人情」、「講理」往往在法庭之外發揮重要的作用，國家法律和社區知識在法



庭之上和法庭之下互相利用，所以調查中所查閱的和張村相關的非刑事案例幾乎都是調解處

理，而非直接判決。

無論是講階級鬥爭的年代，還是改革開放以後，都可以看出國家的「法」對社區的「禮」帶來

的衝擊。黨派的對立、階級成份的劃分給張村村民原有的身份、角色定義增加了不同的甚至是

衝突的內容，在社區「為人」就不能計較國民黨與共產黨，也不能區分地主與貧農，但是國家

的「法」以強力楔入，迫使「社區人」在衝突之間做出選擇，在那個特殊的年代，出現了或者

做好「公民」而不「懂事」，或者「懂事」而違法，甚至是既違法，也沒有機會「為人」、

「懂事」，成為「異類」和邊緣人。

「為人」和「懂事」的原則是建立在小型社區也就是「熟人社會」的基礎之上的，作為國家的

「法」具有外在性、形式性，和「禮」屬於不同的意義域，這裏顯示了它們各自的局限與邊

界。「為人」、「懂事」所包含的「情」、「理」、「禮」在「社區人」日常交往中非常重

要，但並非其生活的全部，在國家層次上體現的「法」很久就已經對社區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改革開放後，隨著「社區人」交往空間的不斷擴大，國家對社區影響也日益頻繁，「情」、

「理」、「禮」、「法」之間的糾纏和互動也越來越強烈。

2. 「講人情」與「拉關係」：從橫向原則到縱向原則

筆者調查中曾有幸親見一村民到村長家送禮，開始是他和村長談論許多陳年舊事（共享知

識），後切入正題，因為他有一個女兒，為要兒子想生第二胎，求村長幫忙。走時拿出兩瓶家

鄉酒要留給村長，村長執意不要，推脫半天，村民便說「大叔，論輩分您也喝得著，晚輩孝敬

您，您難道看不上眼嗎？」村長便收下了。我們不管事情本身如何，但就這一過程看來，村民

巧妙的把送禮這一有清晰工具理性的行為，轉化為孝敬長輩這一價值理性行為，此時再拒絕就

是對他人格和社區正義的否定了。現在有許多人把搞好關係等「為人」和「懂事」的行為原則

轉化為升官發財的理性策略，那也是因為這兩個概念所包含的溫情脈脈的價值還被大部分人所

認同。中國社會存在「情、理、禮、法」諸多的「意義域」，人又是生活在多重「意義域」的

人，不同領域之間規則的轉換對依法治國有重大的影響，「為人」和「懂事」的原則是建立在

小型社區也就是「熟人社會」的基礎之上的，作為國家的「法」具有外在性、形式性，和民間

的「禮」屬於不同的意義域，他們都有自己的局限所在。

關於中國社會結構和行動者之間的關係，有學者提出了「個人地位」的概念，指出「中國日常

社會的真實建構是行動者同社會結構相權宜的結果。而中國人所講究的『關係、面子、人情』

等則是獲得這一結果的具體途徑」。19據調查看來，這種說法似和筆者的田野調查的許多地方

契合，仔細分析，發覺「權宜」和「途徑」的工具理性的說法用在社區內部遠不如用在社區和

國家之間那麼貼切，因為就「社區人」看來，國家和法都是外在的。「社區人」和國家之間的

權宜性其實和中國近代以來的政治巨大變遷是分不開的，正如有的學者指出，「我們長期以來

傾向於將法律視為社會變革的工具，而忽視法律的一個最重要的特點是保持穩定，是一種保守

的社會力量」 而且，「要建立法治，在一個維度上看，就是要重新建立人們在社會生活中對

他人行為的確定預期（政府行為也還是通過一個個具體的他人的行為完成的）」20，中國近代

以來的社會劇烈變遷，特別是政治變遷，從解放前土地私有到土改公有，到人民公社再到家庭

承包，國家政治、政策的巨大變遷，使得貧民百姓除了社區內部和社區相關的人之外，對「外

人」特別是國家政策、政府行為難以有一個穩定的預期，老百姓是無力來應對時事的變遷，他

們所能夠做到的也是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把建立在社區知識共享基礎上的「為人」和「懂

事」的行為原則進行「人事擴張」，通過「熟人」等熟化方式，把外部的人和政策轉化為自己



可以接受的不再是陌生的東西。

所以，外在的法律政策往往要「熟化」以後才容易被村民接受，作為外在的國家的法律規範往

往要和本村的人結合起來才會有人自覺遵守。調查顯示，這個村所在的鄉鎮的提留2001年只收

到了30％，儘管周圍很多村子好幾年都拒交農業稅，但這個村子多年來都比較積極，而且兩三

天就完成任務。調查發現，村民自己也感到交提留不合理，但是因為感覺不交就是和村幹部過

不去，以後不好相處，所以也就交了，也就是說他們是看在村幹部的面子上才交的，而調查顯

示這個村的幹部的「為人」和「懂事」都比較突出，村長和書記都是「懂事的人」。資料也顯

示這個村是全鎮計劃生育最落後的村，據村民說這都是村幹部比較「懂事」、「為人」好，村

幹部從中保護才使他們多子多福。交農業稅的進步和計劃生育的落後似乎都和村幹部的「為

人」、「懂事」有關，而周圍幾個村子不交農業稅都和村委會的無力和癱瘓相關，這也顯示了

村幹部在社區和國家之間、在政治領域和生活領域之間調節作用的重要。

在應對國家層次的「法」的過程中，「為人」、「懂事」得到不斷強化，但卻越來越脫離了社

區「禮」和「理」的層次，也就是說脫離了社區的原有的結構形式，「為人」送禮脫離了差序

原則、互惠原則，「講人情」也脫離了「明禮」和「講理」，強化的是工具理性的成份，弱化

了「為人」和懂事的價值理性意義，也便難怪「面子」、「人情」、「關係」等很多人看來是

「資本」和「權力」了。此時看來，「為人」關注面對面的交往，「懂事」也很有情境性，二

者的權宜性是放棄對易變的制度規範的預期，以犧牲效率換取安全，寄希望於個人，原本「為

人」也「為自己」的行為結構，此時從功能上成了一種以不變應萬變的策略，「為人」送禮和

「懂事」中的講「人情」變成了脫離價值涵義的「拉關係」。

重要的是，這種策略行動不直接反對或抵抗國家的某項法律政策，卻是以把政府官員「熟人」

化、生活化的方式，把生活領域中「為人」規則帶入法律政策的決策和執行領域，使得國家政

策的表述和實行出現斷裂，而這些變化的基礎都是因為無論官員還是村民，都有活在不同世

界、不同意義域的「人」的豐富性。所以，作為策略的「為人」和「懂事」的「工具理性化」

不僅可以應對政治變遷，緩衝政策執行，並且有的已經由應付外在環境的被動抵抗，演化為

「人情炮彈」的主動進攻，打著價值理性的幌子來行工具理性之實。「社區人」以行為的橫向

原則方式應對國家的權力控制，使得縱向的權力關係具有了橫向的意義而弱化。

社區中的橫向交往有一個遠近厚薄的層次，這種關係層次同樣可以說明和塑造不同的「人」，

而當應對外在衝擊的時候，「社區人」直接反應和能夠使用的也就只有這種原則。但因為這種

原則的使用是一種不得不的反抗或者反應，沒有了社區「為人」中的那種自由和先在的差序格

局。社區中，包含較多工具理性成份的行為被稱作「現眼子」的事，多難以得到大家的認同，

甚至受到鄙夷，但在應對國家政策的行為中，這種「現眼子」的表現卻越來越得到村民的認

同。所以在「情」、「理」、「禮」、「法」四種不同層次或場域中，隨著抽象程度的不斷增

加，人的思維、行為方式也在發生變化。正如由於地理空間和社會複雜性的增加，必然要求社

區知識「禮」進一步抽象為「法」一般，「社區人」也在不斷地理性化。「情」、「理」、

「禮」、「法」的層次與互動如下表所示：

表4：「情」、「理」、「禮」、「法」的層次與互動



總之，在國家與社區遭遇的過程中，「為人」和「懂事」的橫向的關係原則越來越滲透到社區

以外，特別是國家縱向的管理體制當中，體現了社區「人事原則」的擴張，這種擴張與滲透不

僅使得國家政策的實踐與表述之間發生斷裂，而且也使得社區中「禮」的表述和「社區人」實

踐出現裂縫，社區為人處事的原則也在發生變化。

五 「法治」之「本土資源」：「社區人」與公民

「禮治」在中國有悠久的傳統，「禮治」的合法性是以「道統」為意識形態，以民間禮儀生活

提供社會基礎，以科舉取士等國家制度提供上下貫通、大小傳統結合的組織保障而合力維持的

一個穩定秩序系統。而鴉片戰爭以降，「禮治」出現了的合法性危機，中國愈來愈面臨著「法

治」的合法化道路21。

而田野調查資料顯示，中國民間生活中保留了較多傳統的為人處事方式，同時，這一行為方式

在應對甚至弱化國家法律政策的同時自身也在發生變化。法治之路的法律移植論和本土資源論

分歧是法治合法化（韋伯意義上「合法性」的建構）這一問題的兩個層面，其現實基礎是法治

秩序在國家意識形態層面和鄉村社會層面兩個向度間某種程度的錯位，法治在意識形態上已然

確立，在國家結構上也日據上風（體現為依法行政、司法獨立的改革和努力），而禮治合法性

已經失去了國家組織制度（科舉制度）和意識形態（道統思想）兩大支柱，但在民間生活和信

仰層次上還有餘地，於是「法律移植論」的制度創設理想和「本土資源論」的法律社會學取徑

各執一端。這在西方「自然演進」的法治是不可分離的同一過程，在「後發法治」的中國成了

「問題」，因為中國「禮治」出現合法性危機以及法治合法化的必要和以往其他秩序合法性問

題的不同在於，主要不是禮治本身自然喪失其合法性要素，而是系統外部的衝擊使這一變遷勢

在必行。也就是說真正使幾千年的禮治統治合法性出現危機的直接動力是來自另一重要秩序形

態法治秩序的衝擊。禮治與法治兩個不同的秩序形態曾經如平行線般各自發展而相安無事，但

近代以來兩條線的碰撞卻帶來了中國的禮治合法性危機和法治合法化道路。

「中國法治」無論在學術研究還是在政策制訂上，都同時具有經驗研究與規範研究、規範合法

性與經驗合法性的差別，法治的「合法化「也許最能表達這一困境。經驗研究和規範研究之間

的比較也就非常的重要。在不同秩序狀態的背後，我們看到了「社區人」和「公民」概念之間

的區別，西方法治是建立在市民社會的基礎之上的，鑒於此，許多學者呼籲中國建構市民社會

的必要，其困難是中國佔人口大多數的是農民而非市民，所以學者王斯福反對把農民和市民，

農民和民主傳統簡單得看成一對反義詞，似圖解答在中國農村，「是否存在市民社會可以建立

與其上的或者正在建立於其上的某些傳統」22，但其研究卻局限於在作者看來類似於民間「公

共領域」的廟會儀式表演，不管此命題是否成立，當前的中國村民自治政策便是此方向上的努

力，但正如王斯福所言，「政府選舉並非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制度……民主政治對政府選舉的依

賴，遠不如對控制市民生活主要方面的組織和某人可以進入或建立的聯合體的依賴。重要的問

23



題是他們是否有能力和機會影響政策和監督政府。」 比較前面「為人」和「懂事」和國家的

關係就會發覺，所調查的社區缺少這種「公共領域」，甚至體現力量的儀式性表演也沒有，但

是，他們雖然不能監督政府，卻並非不能影響政府政策，民間的生活原則對國家的政策歷來就

有軟化或者抵抗甚至進攻，只是這種行為主要不是通過社團公開進行，而是通過生活世界中個

人之間的關係網絡潛移默化的進行，缺少正面對話或衝突的秩序下面隱藏的是無數小溪彙集的

暗流，這正是諳熟西方民主政治的學者容易忽略的地方。

法律作為條文最好制訂，法治作為制度也好體現，但法治作為生活卻要有一個較長的過程。瑪

麗．道格拉斯曾指出一種觀念和思維方式對秩序的維持最終起著決定性的作用，觀念制度穩定

性的淵源是社會範疇分類的自然化，即通過類比（analogy）將關鍵的社會關係結構建築在自

然或超自然的世界中，隱而不顯。24張村也有幾個信仰基督教的人，他們在村中受到冷落，甚

至採訪時很多村民說他們是「魔道」，神經有問題。筆者訪談信教者時，他們最大的困苦就在

於每當他們勸其他村民信教時，村民會問「主（指耶穌）能幫你看孩子、做飯嗎？能幫你到田

裏鋤草嗎？」實用理性和此生態度由此可見一斑。僅就此例看來，沒有超驗性的宗教基礎、超

驗性的世界觀似乎和沒有「法治」的確具某種相關性或者親和性25，社區中難有超然的上帝，

只有生活中建構人之質量差別的「為人」和具體情境下靈活應用不同原則的「懂事」，這和法

律面前的人人平等以及程序神聖正義的法治之間還有不少的差距。也正是在法治精神方面，本

土資源論者受到批評，有學者認為他們閉口不談法律制度的價值問題26，其實本土資源論並非

不關注價值，不過關注的是中國民間秩序的價值，之所以忽略法治精神和法律價值，大概因為

法治合法性的許多要素可以借鑒，唯信仰和價值理性不易借鑒，也難以期望達到兩種價值之間

的並存，而只能寄希望於生活中的浸淫和培養，此遠非一日之功也。

本土資源論的「資源」和「本土」的結合，同時認同了西方的法治（should be）和中國的民

間習慣（what is），雖然這其中有許多的矛盾。中國不可能建設等同西方的法治，法治概念

也是在概括西方各國法治基礎上在學術智識上建立的理想型，本土資源論者更多的是認為中國

民間習慣法和國家強調的法治之間有差別，這不僅是一種鄉愁表達，而更是席捲全球的現代化

所必然包含的認同悖論，而這一悖論帶來的困惑又何止是表現在中國。

不過，因為「本土資源論」者「從上到下」的研究視角，忽略了鄉村社區這一廣大的「本土」

背景，便難以說清「資源」之所在。而「為人」、「懂事」所建構的「民俗系統」，為挖掘

「資源」提供了的更深廣的「本土」語境。「為人」、「懂事」等社區實踐所建構的「民俗系

統」，說明了「人」的建構與「規範」建構的密切關聯，正如「公民」和「法治」密不可分一

樣，「社區人」和民間秩序也同時建構。以此為基礎，可以看到「禮」、「法」各自的限制與

邊緣。就是說，社區研究可以發現「社區人」和「公民」的區別，也可以發現「禮」、「法」

的衝突、斷裂與融合。忽略了「人」的建構的層次性，也就忽略了規範的多重性與複雜性，那

麼，制度創設往往也就不易切中要害，因為作為習慣法的「禮」不僅僅是一種規範，它也和西

方的「法治」一樣，其深層都有對「人」之本質的終極關懷。

「社區人」的質量差別、複數涵義和現世態度區別於法治之下單數、平等、面對抽象規範的

「公民」，在社區中，「情」、「理」、「禮」融為一體，「人」、「事」、「識」難以分

離，人與制度、制度與秩序處於邊界模糊的狀態，「社區人」形成於社區規範原則，而又同時

超越社區規範原則的能動性，既包含著民主、自由的動因，也有悖於其形式原則。這既是「法

治」的「本土資源」，也是「法治」的「本土限制」。

在某種程度上，「為人」、「懂事」是社區意義上的「禮治」，它是農業經濟和鄉土社會的產



物，而依法治國則是市場經濟發展以及與世界接軌的必然要求，歷史實踐證明，二者必有其衝

突。而且，就像社區面臨國家挑戰一樣，中國也面臨著世界的挑戰，這種挑戰與其說是「法

治」的挑戰，不如說是現代化的挑戰。即便說各類秩序系統在價值上難分優劣，卻也不能說無

效率之高低。百年中國近代史已盡顯現代化工具理性之強悍，在認同其效率理性的同時，我們

卻也不能忽略其背後的價值觀念。

「法治」的規範研究和經驗研究不同，「法治」的意識形態宣傳、制度設計和「法治」的具體

實施之間也有差距，「民間系統」、「分析系統」與「政策系統」三者屬於不同的語境27，但

不同語境之間的對話與交流對各方都非常重要。此外，對於中國法治的「合法化」而言，也許

真正作用重大的是那只看不見的手，因為市場經濟推動理性思維發展，它在建構新的價值觀念

的同時，也構築了整個的抽象社會28。但無論工具理性如何擴張，都難以否定「人之為人」的

價值理性，而價值理性面對挑戰，也不得不借助工具理性的保障來實現自身的升華和超越，這

也許正是「情」、「理」、「禮」、「法」的衝突與融合才能鑄造出中國特有「法治之路」的

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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